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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ＳＰＳ）通报现状分析，使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产品出
口到３３个主要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ＳＰＳ对我国农产品和不同加工程度农产品（初级农产品
和加工农产品）的影响。结果表明：ＳＰＳ正式实施２年内对我国总体农产品出口产生贸易限制作用，之后影响变得不
显著。ＳＰＳ对我国初级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与总体农产品趋势一致，但影响波动更大；ＳＰＳ措施对我国加工农产品的出
口在正式实施２年内产生微弱的贸易限制作用，之后转化为微弱的贸易促进作用。为了积极地应对ＳＰＳ，我国应该鼓
励产品多样化，对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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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加入ＷＴＯ后，农产品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农
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趋于减缓，出口增长率从 ２００３年的
１８．７９％ 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８％。其中，初级农产品的出口
增长速度相较于加工农产品整体上下降得更快，出口增长率

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１．２６％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８１％，加工农产品
出口的增长率从 ２００３年的 １４．５１％下降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５．７９％。探求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缓慢以及初级农产品出口
增长率下降更快的原因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实施协定》（《ＳＰＳ协定》）自乌拉
圭回合后，以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为由对农产品贸易产生越

来越重要的影响。据统计，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 ＳＰＳ通报
数从２００２年的４７件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１７５件，增加了近２４
倍，累计达到了６５４３件。ＳＰＳ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存在重要的
影响，且对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出口产生的影响不同。

ＳＰＳ作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安全的管制措施，主要颁布
对进口产品的标准、检疫手段、科学评估程序以及相关包装的

要求。ＳＰＳ措施有可能在初期提高出口商的遵从成本成为贸
易壁垒［１］，在后期有可能引起消费者偏好、增加消费者需求

成为贸易催化剂［２－３］。ＳＰＳ对农产品贸易最终的影响不能确
定，取决于出口国农产品的供给和进口国需求的多少［４］。

初级农产品遵从 ＳＰＳ的成本往往比加工农产品高，且遵
从周期一般比加工农产品长。初级农产品主要是以水产品、

蔬菜、生禽为主的生鲜产品，在接受 ＳＰＳ的调查阶段，为了保
证产品质量，运输和贮藏成本往往比加工农产品高。当初级

农产品因为动物疾病、植物虫害、动物养殖中过量添加添加剂

或者植物培养中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原因被 ＳＰＳ拒绝后，则
得从动植物生产的源头、生长的环节进行条件改善，需要付出

极高的遵从成本，而自然疫病的发生导致企业付出再大的成

本动植物也会被禁止出口［５］。与此同时，初级农产品的遵从

周期会随着动植物的自然生长周期而延长。而加工农产品因

为品质不达标、外包装不合格等原因遭到ＳＰＳ的拒绝后，往往
能够通过高温消毒等多一道工业程序减少风险和升级设备改

进包装［６］。总体而言，初级农产品相较于加工农产品遵从

ＳＰＳ的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又因为原始农产品利润单薄，
所以ＳＰＳ会迫使出口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商比出口加工农产品
的出口商更容易退出市场。

因为ＳＰＳ对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影响程度不同，
所以分类研究ＳＰＳ对不同加工程度农产品的影响很有必要，
同时对理解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速下降和初级农产品增速下降

更快的原因有贡献。关于ＳＰＳ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有很多，孙东升等发现欧盟 ＭＲＬｓ标准的变化会引起我国茶
叶贸易成本的增加，导致我国减少了对欧盟的茶叶出口［７］。

武玉英等用存货清单法，研究发现欧盟 ＳＰＳ措施严重阻碍了
我国水产品的出口［８］。董银果用孔雀石绿作为 ＳＰＳ措施的
变量，发现 ＳＰＳ抑制了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鳗鱼的出
口［９］。以往研究 ＳＰＳ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的文献基本以
初级农产品的具体品种为主，对我国加工农产品的出口影响

不具备借鉴意义。

本研究为了全面探讨 ＳＰＳ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将
农产品按照加工程度的不同，分为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

实证研究ＳＰＳ对我国总体农产品和不同加工程度农产品的影
响，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总体农产品增速下降和初级农

产品增速下降更快的原因；二是通过 ＳＰＳ对不同加工程度农
产品影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对现有研究做有益的补充；

三是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提出优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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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ＳＰＳ通报现状

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产品出口势必会受到 ＳＰＳ的
影响。据统计，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的ＳＰＳ通报数从２００２的
４７件逐渐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８件，在２００９年出现激增，到

２０１７年已达到１１７５件，相较于２００２年增加了将近２４倍，累
计达到了６５４３件。与此同时，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率从
２００３年的１８．７９％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８％，并在２００９年农产
品出口的增长率跌到了负值。总体来看，影响我国农产品的

ＳＰＳ通报数与我国农产品的增长率呈现相反的趋势（图１）。

　　影响我国农产品的ＳＰＳ措施涉及范围日益广泛，主要集
中在低加工程度农产品。一方面，在 ＳＰＳ措施覆盖的产品范
围内，加工程度较低的农产品仍是该政策所影响的重点。据

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近８０％对农产品的ＷＴＯ／ＳＰＳ通报涉及
活动物、动物产品以及植物产品，而涉及加工程度较高的食品

的通报只有１７％左右。可见，初级农产品是ＳＰＳ使用的高发
区。另一方面，ＳＰＳ措施影响的农产品与环节越发广泛。从
涉及产品角度看，目前全球农产品贸易领域运用 ＳＰＳ措施的
范围已经覆盖粮食、水果、蔬菜、水产品、禽产品、茶叶等很多

的农产品。如果从涉及环节角度来看，ＳＰＳ措施涉及农产品
很多的过程，涉及产品的生产过程，而且还延伸到研究、开发、

加工、运输、销售、消费及产品处置等整个生命周期。

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 ＳＰＳ措施的发起国越来越多，且
采用的标准日渐严格，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发达国家因技

术差异成为ＳＰＳ标准的主要发起国，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也
日益成为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 ＳＰＳ措施的发起国。２００９
年以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秘鲁和巴西成为世界上常规以及

紧急ＳＰＳ通报数量最多的２个国家，美国、日本、菲律宾紧随
其后。而且ＳＰＳ的检测项目越来越多，检测要求越来越高。
尽管《ＳＰＳ协定》中明确规定了非歧视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
遇，但各成员国运用ＳＰＳ措施时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
日本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为例，我国是日本最大的农产品

输入国，该制度很多检测项目均针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和食

品，且检验项目逐渐增加。

总体来看，我国农产品出口遭受的ＳＰＳ措施通报数量大、
发起国家多、采用标准严格、涉及农产品范围广，对我国农产

品的出口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２　模型、变量及数据

通过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ＳＰＳ通报现状分析可以看出，
ＳＰＳ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存在很大的影响。所以本研究结合
ＳＰＳ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长短期效应，通过构建模型，以 ＳＰＳ
通报数作为代理变量，实证检验 ＳＰＳ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
影响。

２．１　模型设定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和Ｐｏｙｐｈｏｎｅｎ首次将引力模型用于国际贸易流

量的分析，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学者的研究下［１０］，该模型的理论基础

趋于成熟，并在贸易中应用广泛。其一般的形式如下：

Ｆｉｊ＝β０Ｍｉβ１Ｍｊβ２Ｄｉｊβ３Ａｉｊβ４。 （１）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需要，通常对引力模型进行线性化处
理。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等学者在贸易中加入一些其他需要的变量调
整模型［１１］。本研究在原有基础的模型加入 ＳＰＳ的通报数作
为核心变量，并加入其他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ｋｔ＝β０ ＋β１ｌｎＣＧＤＰ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３ｌｎＤｉｓｔｉ＋
β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β５ＰＴＡｉｔ＋β６ＳＰＳｉｓｔ，ｔ－１＋β７ＳＰＳｉｓｔ，ｔ－２＋β８ＳＰＳｉｓｔ，ｔ－３＋
Ｕｉｋｔ。 （２）
式中：ｉ为进口我国农产品的国家；ｔ为年份；ｋ为农产品的章
数。Ｅｘｐｏｒｔｉｋｔ表示时期 ｔ我国第 ｋ章农产品对国家 ｉ的出口
额；ＧＤＰｔ是我国年份ｔ的农产品经济规模；ＧＤＰｉｔ是贸易国家ｉ
年份ｔ的农产品规模；Ｄｉｓｔｉ是我国与贸易国 ｉ的地理距离。
ＰＴＡｉｔ为在时期ｔ特惠贸易协定。如果我国和贸易伙伴 ｉ签订
了特惠贸易协定，则该值为１，否则为０。ＳＰＳｉｓｔ，ｔ－１是进口国家
滞后１期的ＳＰＳ通报数；ＳＰＳｉｓｔ，ｔ－２、ＳＰＳｉｓｔ，ｔ－３以此类推。本研究
没有采取ＳＰＳ当期的通报数作为变量，是因为当期的 ＳＰＳ可
能会有内生性（即如果该国在当年过多进口冲击到国内产业

或者危害到本国的食品安全，则会实施更多的 ＳＰＳ措施保护
本国的农业），且ＳＰＳ通报后必须要经过３—６个月的过渡期
才能实施，所以本研究认为 ＳＰＳ在通报后的第２年才正式实
施，所以引入ＳＰＳ滞后１期的通报数作为主要核心变量，又由
于ＳＰＳ具有长短期效应，所以引入 ＳＰＳ滞后几期的通报数作
为变量。β０为常数项，Ｕｉｋｔ为随机误差项。
２．２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以扩展的引力模型式（２）作为最终的计量方程，本研究
使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我国同３３个贸易伙伴（日本、巴西、美国、
菲律宾、印度、韩国、俄罗斯联邦、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王国、智

利、巴林王国、哥斯达黎加、摩洛哥、澳大利亚、土耳其、越南、

新西兰、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乌

克兰、泰国、马达加斯加、吉尔吉斯共和国、秘鲁、阿根廷、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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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多、埃及、尼泊尔、阿曼、南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面板

数据，定量分析国外ＳＰＳ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选
取研究对象的条件是：这些经济体一方面是我国的重要贸易

伙伴，另一方面这些经济体在研究时期内至少通报了１件影
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 ＳＰＳ。同时满足以上２个方面，并在各
项数据可得的情况下，最终筛选３３个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

Ｅｘｐｏｒｔｉｋｔ为式（２）中的被解释变量，代表２国的贸易流量，
表示我国在年份ｔ出口到国家ｉ的第ｋ章农产品的贸易额，数
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ＣＧＤＰｔ是我国年份ｔ的农业增加值，代表我国在年份ｔ的
农产品经济规模，该数值越大，说明我国的农产品生产值越

大，出口能力越强，预期的符号应为正。ＧＤＰｉｔ是我国出口的
贸易国家ｉ年份ｔ的农业增加值，该数值越大，一方面说明该
国农业生产能力强，实现自给自足，从而减少进口，另一方面

说明该国经济规模大，增加对产品的需求，预期符号不能确

定。ＣＧＤＰｔ和ＧＤＰｉ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Ｄｉｓｔｉ是我国与贸易国ｉ的地理距离。距离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贸易成本，所以预期的符号为负号。ＰＴＡｉｔ为在时期 ｔ
我国与国家ｉ的特惠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如果我国和贸易
伙伴ｉ签特惠贸易协定，则能享受最惠国待遇，减少税收有利
于农产品的出口，预期的符号为正。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为虚拟变量，
是发达国家为１，否则为０。国家发达，一方面说明该国对农
产品的潜在需求大，另一方面反映该国因为技术差异实施的

ＳＰＳ严厉，阻碍他国农产品的出口，所以变量符号不能确定。
地理距离数据及虚拟变量数据采自世界贸易数据库

（ＣＥＰＩＩ）。
ＳＰＳ代表各类农产品及食品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ＳＰＳ）

通报数，采集自世界贸易组织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通报数据

库，并参照我国 ＷＴＯ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通报咨询网相关
数据。ＳＰＳ措施导致农产品贸易额的变化取决于出口国农产
品的供给和进口国农产品的需求。所以 ＳＰＳ的符号不能
确定。

３　ＳＰＳ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的回归结果

３．１　ＳＰＳ对我国总体农产品出口的回归
本研究对式（２）采用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并进行Ｆ

检验，对随机效应和混合回归进行ＬＭ检验，对随机效应和固
定效应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因为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必须要在同
方差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相比，随机效

应多了一个“个体异质性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约束条件，所

以用Ｘｔｏｖｅｒｉｄ命令进行检验［１２］。对总体农产品的数据进行

回归检验后，发现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和混合回归。因为

固定效应会使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和 ｌｎＤｉｓｔ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省略
掉，所以本研究利用固定效应后得到的残差对被省略的变量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将回归方程得到的系数后补到固

定效应的结果当中。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２。

表２　ＳＰＳ措施对总体农产品（ＨＳ０１～ＨＳ２４）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混合回归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ｌｎＣＧＤＰ ３．２０９（０．４５５） ２．７６３（０．３０８） ３．３６６（０．４３０）
ｌｎＧＤＰ １．０１９（０．２４４） ０．９４２（０．０９９） －０．１２８（０．５０７）
ｌｎＤｉｓｔ －１．５２１（０．４２０） －１．５７８（０．２１０） －１．６８３（０．０７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２．７９８（０．６０４） ２．５３３（０．３６１） ３．８０１（０．１３８）
ＰＴＡ －０．６４６（０．６８８） ０．２８８（０．２２１） ０．３４０（０．２３４）
ＳＰＳｉｊｓｔ，ｔ－１ －０．０３９（０．０３１） －０．０２９（０．０１１） －０．０３７（０．０１２）
ＳＰＳｉｊｓｔ，ｔ－２ －０．００９（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０．０１１）
ＳＰＳｉｊｓｔ，ｔ－３ －０．０１６（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０．０１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７．５７（０．５９４） －７０．６４（８．５８０） －６１．３８（０．６７２）
Ｏｂｓ １０２９６ １０２９６ １０２９６
Ｒ２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１３
Ｆ检验 ５２．４１（Ｐ＝０．００００）
Ｘｔｏｖｅｒｉｄ检验 Ｐ＝０．００１０

　　注：ＨＳ０１～ＨＳ２４指ＨＳ编码中第１章到第２４章的农产品，ＨＳ指农产品的ＨＳ编码。、、分别代表在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是其标准差。表３同。

　　从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可以看出，ＳＰＳ在滞后１期
（即ＳＰＳ正式实施的第１年，因为通报后必须经过３～６个月
的时间才能正式实施）的回归系数是－０．０３７，且在０．０１水平
上显著，说明ＳＰＳ通报正式实施的第１年对我国农产品贸易
限制作用为３．７％。ＳＰＳ滞后２期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２９，在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说明ＳＰＳ通报正式实施的第２年对我国农
产品贸易限制作用为２．９％。ＳＰＳ在滞后３期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６，但是不显著。ＳＰＳ正式实施后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
贸易限制作用逐渐变小，到第３年后变得微弱，说明我国在
ＳＰＳ通报正式实施３年后，才能突破ＳＰＳ的壁垒影响，且不能
将初期的贸易限制效用转化为最后需求的贸易促进作用。

我国的农业增加值ｌｎＣＧＤＰ的回归系数为３．３６６，且显著
水平为０．０１，说明我国的农业增加值每提升１％，我国农产品

的出口额将增加３．３６６％。合作伙伴的农业增加值ｌｎＧＤＰ为
负，但不显著，说明出口国的农业增加值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

有微弱的限制作用。ＰＴＡ的符号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签订贸
易协定对我国的出口产生微弱的促进作用。两国之间的距离

对我国农业出口的回归系数是 －１．６８３，且在０．０１水平上显
著，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两国之间的距离会限制我国出口农

产品到其他国家。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的符号显著为正，说明发达国家
对农产品的需求大、进口农产品多，同时在前期现状分析中发

现，近几年发展中国家采取的ＳＰＳ通报数逐渐增多，说明发展
中国家逐步成为ＳＰＳ措施的主要发起国。
３．２　ＳＰＳ对我国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回归

由于 ＳＰＳ对不同加工程度的农产品影响不同，所以本研
究根据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等的分类［１３］，将农产品分为初级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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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０１～ＨＳ１４）和加工农产品（ＨＳ１５～ＨＳ２４）探讨 ＳＰＳ对不
同加工程度农产品的影响。

本研究对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运用与总体农产品相

同的方法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固

定效应优于其他回归方法（表３）。由于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
与对总体农产品回归的结果一致，因此，笔者重点汇报ＳＰＳ通
报的结果。

３．２．１　ＳＰＳ对初级农产品的影响　从表３可以看出，ＳＰＳ在
滞后１期的回归系数是－０．０３１，且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说明
ＳＰＳ通报正式实施的第１年对我国初级农产品贸易限制作用
为３．１％。ＳＰＳ滞后２期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３４，在０．０５水平
上显著，说明ＳＰＳ通报正式实施的第２年对我国初级农产品
贸易限制作用为 ３．４％。ＳＰＳ在滞后 ３期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３，但是已不显著。

表３　ＳＰＳ措施对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初级农产品（ＨＳ０１～ＨＳ１４） 加工农产品（ＨＳ１５～ＨＳ２４）

混合回归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混合回归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ｌｎＣＧＤＰ ２．６９８（０．６０６） ２．０３１（０．４５１） ２．４７１（０．５９５） ３．７７９（０．４９０） ３．７２５（０．３７９） ４．５１０（０．６１０）
ｌｎＧＤＰ １．０６７（０．２９２） １．００９（０．１４９） －０．２０６（０．７４４） ０．９４５（０．１８４） －０．８８８（０．１０３） －０．５０３（０．６５２）
ｌｎＤｉｓｔ －１．９９９（０．４６９） －２．０８０（０．３１２） －２．１６２（０．１０５） －０．８３９（０．４０７） －０．８６９（０．２１３） －０．９９９（０．０９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２．９２１（０．７０９） ２．４９２（０．５６３） ３．４２９（０．１９５） ２．５８０（０．５３１） ２．５３４（０．２７０） ４．１９０（０．１７２）
Ｐｔａ －０．９１６（０．７５４） ０．３９８（０．３４５） ０．４８５（０．３６６） －０．２５８（０．６５３） ０．１２６（０．２１３） ０．１４６（０．２３１）
ＳＰＳｉｊｓｔ，ｔ－１ －０．００３（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０．０１５） －０．０３１（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０．０５５） －０．０１７（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０．０２３）
ＳＰＳｉｊｓｔ，ｔ－２ －０．０１６（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０．０１６） －０．０３４（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０．０１５）
ＳＰＳｉｊｓｔ，ｔ－３ －０．０６１（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０．２０８） －０．００３（０．０２１） ０．７５３（０．０５１） ０．００９（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８．８４０（１７．４４０）－４８．９２０（１２．７４０） －４１．５７０（０．９４６） －１０３．３００（１４．５３０） －１００．３５０（１０．３２０）－８８．４００（０．８３６）
Ｏｂｓ ６００６ ６００６ ６００６ ４２９０ ４２９０ ４２９０
Ｒ２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２６
Ｆ检验 ５６．９７（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８４（Ｐ＝０．００００）
Ｘｔｏｖｅｒｉｄ检验 Ｐ＝０．００００ Ｐ＝０．００６２

　　与总体农产品影响结果不同的是，ＳＰＳ对初级农产品正
式实施第２年的限制作用比第１年的大。可能是初级农产品
ＳＰＳ的需求效应削弱了消费者的信心，当我国的农产品被检
验没有达到ＳＰＳ的标准时，政府的通报会减少农产品的购买
意愿，从而减少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是 ＳＰＳ的声誉
效应，当我国农产品遭到其他国家的拒绝通报后，就会导致其

他国家更大几率地减少对我国农产品的进口。

３．２．２　ＳＰＳ对加工农产品的影响　从表３可以看出，ＳＰＳ对
加工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和对总体、初级农产品的影响不同。

ＳＰＳ的通报数在滞后１期和滞后２期时为负，在滞后３期时
转为正，但是都不显著。ＳＰＳ在滞后 １期的回归系数是
－０．０２７，在滞后２期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０６，在滞后３期的回
归系数为０．００３，说明ＳＰＳ通报正式实施后的第１年和第２年
对加工农产品有微弱的限制作用，在正式实施的第３年转化
为微弱的促进作用。

ＳＰＳ对加工农产品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加工农产
品的遵从周期较短，能够在 ＳＰＳ通报后正式实施前达到进口
国的要求。

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在分析我国农产品出口受到ＳＰＳ影响的现状基础
上，实证分析了ＳＰＳ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得出以下
结论：

一是ＳＰＳ措施对我国总体农产品的影响：在 ＳＰＳ正式实
施的２年内对我国的出口存在明显的贸易抑制作用，在第３
年壁垒作用不再显著。

二是ＳＰＳ对我国初级农产品的影响：相较于总体农产品，
初级农产品正式实施第２年后的限制作用比第１年大，说明
初级农产品不合格被拒后削弱了消费者的信心、减少了需求，

而且产生了声誉方面的副作用，增加了其他国家拒绝进口我

国农产品的几率。

三是ＳＰＳ对我国加工农产品的影响不显著，在 ＳＰＳ正式
实施的第１年和第２年为微弱的贸易限制作用，在第３年转
化为微弱的贸易促进作用。

因为ＳＰＳ对我国初级农产品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ＳＰＳ
对我国加工农产品影响微弱，最后还能从微弱的贸易限制作

用转化为微弱的贸易促进作用。所以从长远来看，为了积极

地应对ＳＰＳ措施，我国应该优化农产品的出口结构，对初级农
产品进行深加工，多出口加工农产品，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水

平，合理地规避风险。

但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的原因，我国现在还是主要出口初

级农产品，在短时间内出口结构无法进行转型，所以我国为了

应对ＳＰＳ，需要做出以下措施的调整：
完善农产品法规标准，使其逐步与国际接轨。避免 ＳＰＳ

措施的关键在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符合 ＳＰＳ措施的要求。
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的先进标准，不仅可以规避发

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还可以通过倒逼效应，提高我国农产品总

体生产技术水平，是健全我国安全质量标准体系的捷径。

建立农产品追溯透明系统，健全 ＳＰＳ措施的风险预警体
系。我国应进一步强化追溯体系的建设，对农产品进行标志，

追踪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链条中的各个环节，一旦发生问题

能立即找到污染源，分清责任。同时政府需建立健全风险预

警机制，跟踪和研究贸易伙伴国ＳＰＳ措施，从而赢得应对ＳＰＳ
措施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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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研究我国种业改革政策，对于推动现代化商业化育种体系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分类梳理、经验总
结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十二五”以来国家种业改革政策体系演变规律，结合典型案例，提炼了科研机构种业改革

的４种模式，分析改革绩效和面临的问题，提出加强种业改革协同工作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完善中介服务体
系和深化科研事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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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以来，我国以培育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提升种
业企业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相继出台一系列种业改革实施意

见、法律法规和规划，推动我国种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升

级。科企合作是建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重要路径［１］。由

于科技体制改革体系复杂，新形势下，在种业改革政策不完

善、科研事业单位机制不活、企业实力不强等方面存在制约科

企合作的障碍［２－３］。因此，不断完善种业改革相关政策，探询

建立有效的科企合作模式，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种业市场，提升

种企市场竞争力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４－５］。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作为北京市种业改革试点单位之一，通过深化农作物种

业科技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工作，完成了小麦、玉

米、蔬菜等商业制种事企剥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本文梳理

了我国种业改革政策体系，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为重点，分析

科研机构推动基础性研究与商业化育种“脱钩”的典型模式、

推动育种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分配改革的制度设计和取

得的成效及种业改革面临的问题，提出推动种业改革的建议，

为完善我国种业改革政策提供参考。

１　种业改革相关政策分析

２０１１年开始，我国政府各部门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强化
政策扶持、健全法制保障“三管齐下”的方式，推动我国农作

物种业发展进入产业升级的新阶段（表１）。
１．１　建立农作物育种商业化体制

２０１１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
见》（国发〔２０１１〕８号，简称“８号文”），是我国农作物种业发
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种业改革政策上实现了三大突破：

首次明确了农作物种业的地位，即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

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根本。首次明确了种业科研的分工，国家级、省部级科

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要重点开展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逐步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首次明确了种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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